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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不断融合,算力作为关键支撑要素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愈发凸显。

本文选取 201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算力部署与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因果

效应。 研究发现,算力部署能够提升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机制分析表明,算力部署可通过优化劳动要素与

吸引耐心资本、拓宽创新广度与突破核心技术、减少信息扭曲与精准对接需求的路径,驱动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提升。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外合资和私营企业、竞争性行业及公共数据开放地区,算力部署对制造企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为制造企业优化算力部署、摆脱低技术含量与低附加值困境、实

现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算力部署　 出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企业　 耐心资本　 核心技术　 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75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6-0049-14

　 　 一、问题提出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参与者,制造业在过去数十年间依托劳动力要素充裕和产业配套

完善的初始禀赋,逐步建立起规模优势。 然而,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始终突出,部分企业长期锁定于加工

组装、通用零部件生产等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底端[1-2] 。 从价值分配看,中国制造业整

体盈利水平偏低,2024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利润率仅为 4. 63%,低于全球制造业均值。 从技术供给看,高端芯

片、工业母机、精密传感器、核心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国产化率偏低,核心零部件与先进工艺对外依存度高,
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突出短板,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有待提升。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外部技术封锁、实体清

单限制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 在此背景下,提升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迈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作为连接数据要素与算法模型的核心纽带,其供给能力直接影响数字技术的创

新速度与应用深度,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3] ,为破解上述制造业发展困境提供了新

的可能。 中国算力产业在市场需求与政策引导下持续快速发展。 截至 2024 年,中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

数超过 880 万架,算力规模较 2023 年底增长 16. 5%,位居全球第二。 同时,国家层面先后启动“东数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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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出台《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

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算力生态体系不断完善。 其赋能价值已从传统技术支撑延伸至

企业要素配置、技术研发、市场需求对接等生产经营环节,或可为破解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困境提供

新契机。
现有研究基于省市级数据探讨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从政策支撑

维度看,知识产权保护政策[4-5]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6]和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建设[7]为制造业技术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明确引导。 从市场交易机制维度看,市场分割程度[8] 、市场化进程水平[9] ,以及数字经济发

展[10-11] 、数字贸易推进[12-13] 、大数据应用深化[14] ,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动具有解释力。 从微观企

业层面看,工业机器人进口[15]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16]通过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等路径推动企

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尽管现有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尚未充分揭示算力部署与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数字技术赋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探讨多聚焦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宏观层面,未能对

底层核心要素进行深入解构。 作为支撑人工智能发展、驱动数字经济的核心底座,算力被视为中国中长期

发展的新增长极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忽视其基础性作用可能导致对技术赋能机制的认知停

留于表层。
当前学术界对算力的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直接围绕算力的经验研究有限。 许诺等指出,企业智算

中心部署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17] 。 从理论逻辑看,算力的效用正渗透至企业行

为变革,其影响不仅涵盖本土生产经营活动,也对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创造产生传导

效应。 在算力驱动下,企业经营逻辑转向依托计算资源实现精准赋能,推动整体技术体系向高集成度方向

演进。 这一转型推动算力部署企业实现两大关键跃迁:一是发展路径从依赖物理资产规模扩张的粗放模式

转向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集约模式;二是盈利逻辑从要素投入驱动的低附加值模式转向产品附加价值提升

的高增值模式。 在算力持续赋能下,企业逐步构建起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与出口突破的良性生态,既能有效

对冲外部技术封锁压力,也能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增值的关键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 201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算力部署是否能提升制

造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扩展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视角。 现有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对宽泛的宏观领域。
此类研究虽能在整体层面揭示人工智能对出口升级的驱动效应,但存在底层维度解构不足的局限。 而算力

作为衔接数据要素与算法模型的核心纽带,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从实践赋能的底层基础。 因此,本文引入

更深层次的算力视角,揭示算力部署赋能出口升级的微观作用逻辑。 第二,解构算力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升的完整传导路径。 既有研究多局限于企业技术应用通过效率提升赋能出口升级的单一线性逻辑,未能

充分关注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产业链生态的内在依赖。 对此,本文结合算力产业链特性,构建算力支撑

传统要素丰裕的基础支撑力机制、驱动技术丰裕要素的计算驱动力机制、助力精准对接需求的发展牵引力

机制,以此验证算力部署的传导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算力部署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当前经济社会的数据产生与积累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由此催生了指数级上升的算力需求。 在微观企

业层面,数据获取后需依托算力完成从收集、处理到价值创造的全流程转化,这一需求直接带动了以算力生

产、调度、应用为核心的算力产业发展,逐步形成覆盖上游基础设施、中游服务调度、下游应用场景的完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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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进而构建起以算力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体系[18] 。
从产业链视角具体分析,算力部署对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驱动作用体现在三个环节。 首先,算

力产业链上游的芯片、服务器等硬件设备,为企业提供算力运行的物质基础,其性能直接决定企业可承载计

算任务的规模与复杂度。 例如,芯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国产全功能图形处理器( GPU)产品,可支撑制造

企业运行复杂人工智能(AI)训练模型,助力精密零部件生产工艺优化,进而提高出口高端机械装备的技术

含量与附加值;外资企业中,特斯拉在全球超级工厂部署的超算集群,依托高性能芯片构建的算力支撑体

系,可高效处理智能驾驶相关训练数据,为其出口全球的智能电动车提供核心技术保障。 与此同时,企业算

力发展与应用所展现的高成长性和战略重要性,对劳动要素形成了更高的要求,对资本要素形成强大吸引

力并触发虹吸效应,推动优质传统要素向算力产业加速聚集,为企业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提供充足资金支

持,由此形成出口技术提升的基础支撑力。 其次,产业链中游的云计算平台,依托海量结构化关联数据,通
过相似度计算、细粒度划分等算法构建可视化知识图谱,研发人员可高效预测有价值的知识组合,拓宽创新

广度并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直接形成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计算驱动力。 最后,在算力产业链下游,工
业软件、行业解决方案等关键环节,通过将算力与企业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绑定,能够为制造业企业释放数据

价值搭建核心桥梁。 以汽车制造企业为例,其可依托零部件采购、生产线设备运行参数、整车测试性能数据

等,借助工业软件的算力,精准分析市场需求趋势,预测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功能的潜在市场机遇,并探索轻

量化材料应用、能耗降低等创新方向[19] ,成为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发展牵引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算力部署能够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算力部署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作用机制

1. 基础支撑力机制

在产业链上游环节,算力部署可升级劳动要素和吸引耐心资本,实现传统要素升级,为企业技术复杂度

提升提供基础支撑力。
从升级劳动要素来看,依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本、劳动力与技术三大核心要素的投

入效率。 此前,中国企业主要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大规模资产建设参与国际分工,凭借低成本优势占

据市场份额。 传统制造企业中,劳动要素的价值创造多集中于生产制造和基础服务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

节,面临“微笑曲线”底部的价值挤压[20] 。 而算力依托其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与自动化执行特性,可实现对

任务流程的标准化复刻,且具备低误差、高时效、可连续作业的优势,能对劳动要素中具备规则明确性、操作

重复性、低技能依赖性特征的价值创造环节形成替代,能够降低企业在该类劳动环节的成本投入,导致低技

能劳动需求规模缩减,倒逼该类劳动要素向具备基础数字技能的岗位转型[21] ,推动劳动要素质的转型,从传

统的手工和重复性劳动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劳动[22] ,实现劳动要素升级。
从吸引耐心资本来看,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呈现短期化倾向,传统资本与生产力模式已难以适配新

发展需求,亟需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为优质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而算力作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载体,兼具强创新性与前瞻性,既契合政府产业发展导向,也符合资本市场对行业趋势的判断逻辑,成
为投资者评估企业未来成长性、预判业绩潜力的重要依据。 这种属性不仅强化了市场对企业价值的正向解

读,更使算力展现出对资本的强大吸引力,其高成长性与战略重要性能够触发虹吸效应,推动科技领域投资

加速向算力产业聚集。 以航空航天精密制造企业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为支撑航空零部

件
 

AI
 

设计、仿真检测及数字化生产转型,公司联合苏州市大数据集团共同投建苏州市人工智能(太湖)算力

中心,依托算力中心产业布局与区域数字经济政策加持,公司获得地方产业资本的战略支持与长期资源赋

能。 这一案例表明,算力部署可有效缓解资本快进快出带来的融资渠道不稳定问题,引导传统生产要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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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长期竞争力的高技术出口型企业集聚,推动市场资源配置逻辑回归价值创造本源,进而保障企业技术

研发项目的持续推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算力部署通过升级劳动要素与吸引耐心资本,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2. 计算驱动力机制

在产业链中游环节,算力部署可拓宽技术创新广度、实现核心技术创新,为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

供计算驱动力。
从拓宽技术创新广度来看,算力部署可突破创新资源约束以拓展场景边界。 首先,传统创新受限于数

据处理能力与实验成本,仅能覆盖单一领域局部场景,而算力凭借海量数据实时处理与并行计算能力,可支

撑创新主体对跨区域、跨行业的多源异构数据深度挖掘,使创新从小样本探索转向大规模数据驱动的全域

分析;同时,算力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替代部分高成本实体实验,将创新探索延伸至深空探测、极端环境材

料等高风险、难实现的场景,大幅拓宽技术创新的物理与应用边界。 其次,企业部署算力能推动多领域技术

融合以拓展交叉维度。 算力作为通用技术载体,可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工具、数据标准与创新方法,构建统

一的数字化创新体系,打破领域间技术壁垒[23] 。 例如在智慧医疗领域,算力整合医学影像、基因组学与临床

诊疗数据,推动创新从单一病症诊断延伸至全流程精准医疗;且算力支撑下的创新成果具有一次研发、多域

复用的特征,具有多维应用场景,从而拓宽技术创新广度。
从实现核心技术创新来看,算力部署可攻克复杂计算瓶颈以突破技术壁垒。 首先,组织信息处理理论

下知识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资源[24] 。 但受限于知识扩散的边界特性,不同技术门类间的差异易

导致关键性知识识别出现困难与延迟,海量知识元素的隐性关联未被有效挖掘,知识组织与检索的效率难

以匹配技术创新需求,对企业技术进步形成阻碍。 此时,企业可依托于图表、数据库、语义网络等结构化数

据,搭配聚类分析、关联分析等算法,构建强大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将海量知识元素间的隐性关联转化为显

性关系,提升知识分类的精细化程度及知识组织、检索效率[25] 。 在此基础上,研发人员不仅能高效预测有价

值的知识组合,还可将检索到的知识精准嵌入对应知识模块,既深化了企业对原有领域知识的理解,又能从

多元化视角挖掘既有知识组合重构的多种可能性,帮助研发人员突破思维惯性与范式认知,提升核心技术

创新能力。 其次,核心技术的研发常涉及海量数据处理与复杂模型运算,传统计算能力难以满足需求。 算

力凭借高性能计算集群与专用芯片,可支撑千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复杂流体力学仿真等高强度计算任务,攻
克芯片制程突破中的计算难题,助力突破外部技术封锁,实现核心技术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算力部署通过拓宽创新广度与突破核心技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3. 发展牵引力机制

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算力部署可减少内外信息扭曲、精准对接需求,为企业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发展牵

引力。 具体可从企业关系管理两方面展开:
在与协作方的关系管理层面,算力支撑下的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工具,可将原本单点、局部的分散

数据,加工为兼具应用深度与广度的结构化数据,通过打通计划、库存、订单、财务等领域的全价值链数据,
实现各物流环节的高效联动。 这种数据与流程的协同,既能精准匹配供应商供货节奏与企业采购需求,又
能优化企业的动态跨期决策,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存货频繁调整[17] ,进而减少对产能稳定性的干扰,为
技术研发与生产应用提供稳定的供应链支撑。

在与客户关系管理层面,企业通过算力驱动的分析模型挖掘海量数据,既能拆解客户业务本质、掌握产

品运营状况,又能精准优化产品供给计划,具体可分为三个关键环节。 首先,在合同录入阶段即对合同质量

进行严格度量与管控,确保下游各环节能及时、准确获取所需数据。 同时在全链条中对异常数据进行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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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为企业洞察客户交互行为、提前捕捉运营机会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减少信息传递偏差。 其

次,在产品数据分析阶段,企业可依托数据统计平台获取消费者访问数据,把握用户访问的整体情况与趋

势,再通过分析埋点数据深度解读终端用户偏好,既能有效避免技术资源浪费与产品研发方向偏差,又能驱

动企业开发高功能集成度、复杂结构设计与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满足市场对定制化、多样化乃至智能化的

需求。 此外,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化的技术规范、认证标准与功能偏好,算力赋予的精准需求对接能

力,还能帮助企业制定差异化的出口战略,避免采用“一刀切”的低技术输出模式。 多元化技术路径既提升

了企业产品组合的技术复杂度均值,又拓宽了技术跨度,加速核心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进程,进一步

强化出口产品的技术竞争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4:算力部署通过减少信息扭曲与精准对接需求,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首先,鉴于 2017 年之后全球及中国算力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7] ,因此本文选取 2017—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样本期间内被 ST 的企业,其财务数据不具备稳定性

和有效性;(2)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 原始数据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

济金融数据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企业财务数据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18

 

599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算力部署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PYit = β0 + β1IDC 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1)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EXPY 代表企业出口复杂度,IDC 表示企业算力部署,X′为控制变量向

量,γi 和 λ t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残差项,并在企业层面聚类。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26] 的研究,以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平均计算

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将 HS96 编码对应至国民经济行业 2 位码得到行业层面指标,再用 LP 法测算的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对行业指标进行调整,最终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2. 核心解释变量

算力部署( IDC)。 参考许诺等[17]的研究,采用企业是否拥有智算中心表征算力部署情况,若上市公司

本身或其持股链条内公司持有互联网数据中心许可证,则 IDC 取 1,否则取 0。
3. 机制变量

第一,基础支撑力机制从优化劳动要素和吸引耐心资本两角度展开。 以企业技术型员工比例(TS)和大

学以上学历员工比例(MD)衡量劳动要素优化;参考胡海峰和张烨[27]的研究,以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

其过去三年持股比例标准差之比衡量耐心资本( INVEST),比值越高表明机构持股稳定性越强。
第二,计算驱动力机制从拓宽创新广度和突破核心技术两角度展开。 以企业年度发明专利中涉及新知

识领域数量占当年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衡量创新广度( IB);将《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中 1
 

047 项关键技

术关键词与国际专利分类五级代码专利描述匹配[28] ,加总得到企业年度关键核心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加 1

35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6 年第 6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6, 2026)

后取自然对数度量核心技术创新水平(CTI)。
第三,发展牵引力机制从减少信息扭曲与精准对接需求两角度展开。 以存货周转天数(DSI)的自然对

数衡量精准对接需求程度,取值越小表明供需匹配程度越高;以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之比(Bullwhip)度

量“牛鞭效应”引致的信息扭曲程度,作为高质量信息共享的反向指标。
4. 控制变量

本文除控制企业规模、成立年限等基本特征以外,在企业财务状况和治理机制以及流动性方面选取其

他控制变量,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复杂度 EXPY 调整后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解释变量 算力部署 IDC 企业持有 IDC 许可证

机制变量 劳动要素优化 1 TS 技术型员工比例

劳动要素优化 2 MD 大学以上学历员工比例

耐心资本 INVEST 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 / 前三年持股比例的标准差

创新广度 IB 涉及新知识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比发明专利总申请量

核心技术 lnCTI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精准对接需求程度 lnDSI 存货周转天数取自然对数

信息扭曲程度 Bullwhip 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的比值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lnEmployee 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lnFirmAge 观测年份与上市年份之差,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 / 总资产

总资产周转率 Assetturn 营业收入 / 总资产

现金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营业收入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CEO)是否两职合一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除以总股数

大股东资金占用 Occupy 为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 / 总股本

托宾 Q 值 TobinQ (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值) / 总资产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样本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最小值为 7. 729
 

0,最大值为

13. 160
 

0,标准差为 1. 088
 

0,说明企业之间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较大。 企业算力部署(IDC)均值为 0. 017
 

9,标
准差为 0. 133

 

0,表明大部分企业还未持有互联网数据中心许可证,企业算力部署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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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EXPY 18
 

599 7. 729
 

0 13. 160
 

0 10. 170
 

0 1. 088
 

0

解释变量 IDC 18
 

599 0 1 0. 017
 

9 0. 133
 

0

机制变量 TS 15
 

201 0. 000
 

0 3. 584
 

0 0. 181
 

0 0. 134
 

0

MD 14
 

836 0. 000
 

0 11. 820
 

0 0. 398
 

0 0. 234
 

0

INVEST 13
 

792 -9. 686
 

0 11. 420
 

0 1. 562
 

0 1. 721
 

0

IB 18
 

256 0. 000
 

0 1. 000
 

0 0. 216
 

0 0. 330
 

0

CTI 17
 

925 0. 000
 

0 1
 

812. 000
 

0 8. 058
 

0 43. 410
 

0

DSI 16
 

966 14. 800
 

0 831. 500
 

0 153. 300
 

0 138. 100
 

0

Bullwhip 18
 

561 0. 038
 

8 1. 713
 

0 0. 573
 

0 0. 188
 

0

控制变量 Employee 18
 

599 165 47
 

405 3
 

927. 000
 

0 6
 

749. 000
 

0

FirmAge 18
 

599 7 36 20. 150
 

0 5. 729
 

0

ROA 18
 

599 -0. 289
 

0 0. 205
 

0 0. 037
 

4 0. 072
 

7

Assetturn 18
 

599 0. 103
 

0 2. 030
 

0 0. 596
 

0 0. 323
 

0

Cashflow 18
 

599 -0. 154
 

0 0. 239
 

0 0. 051
 

4 0. 067
 

2

Dual 18
 

599 0 1 0. 371
 

0 0. 483
 

0

Top1 18
 

599 0. 086
 

4 0. 714
 

0 0. 320
 

0 0. 138
 

0

Occupy 18
 

599 0. 000
 

1 0. 129
 

0 0. 010
 

6 0. 019
 

0

Mshare 18
 

599 0. 000
 

0 0. 701
 

0 0. 181
 

0 0. 210
 

0

TobinQ 18
 

599 0. 873
 

0 8. 633
 

0 2. 003
 

0 1. 232
 

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算力部署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列(1)为加入控制变量但未控制固定效

应的回归结果,企业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列(2)进一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

定效应,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为 0. 306
 

1,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假设 1 得到验证,即算力部署能提升企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 从经济意义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算力部署的企业,其出口技术

复杂度比未部署算力的企业平均高出约 3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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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DC 0. 317
 

5∗∗∗ 0. 306
 

1∗∗∗

(3. 518
 

3) (3. 362
 

9)

lnEmployee 0. 561
 

6∗∗∗ 0. 568
 

6∗∗∗

(47. 236
 

0) (47. 811
 

6)

lnFirmAge 0. 043
 

9 -0. 028
 

6

(1. 125
 

8) ( -0. 699
 

2)

ROA 2. 514
 

0∗∗∗ 2. 613
 

6∗∗∗

(20. 503
 

8) (20. 906
 

0)

Assetturn 0. 808
 

7∗∗∗ 0. 817
 

3∗∗∗

(20. 078
 

1) (20. 3425
 

)

Cashflow -0. 601
 

4∗∗∗ -0. 657
 

5∗∗∗

( -4. 733
 

7) ( -5. 128
 

4)

Dual -0. 021
 

8 -0. 032
 

0

( -1. 047
 

7) ( -1. 535
 

3)

Top1 -0. 345
 

4∗∗∗ -0. 332
 

8∗∗∗

( -3. 974
 

3) ( -3. 833
 

7)

Occupy 1. 068
 

3∗∗ 1. 731
 

9∗∗∗

(2. 268
 

6) (3. 614
 

2)

Mshare -0. 406
 

6∗∗∗ -0. 420
 

8∗∗∗

( -7. 360
 

6) ( -7. 638
 

1)

TobinQ -0. 042
 

8∗∗∗ -0. 041
 

5∗∗∗

( -4. 942
 

7) ( -4. 696
 

6)

常数项 5. 514
 

6∗∗∗ 5. 667
 

2∗∗∗

(37. 839
 

9) (38. 273
 

7)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
 

599 18
 

599

R2 0. 585
 

8　 　 0. 593
 

3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构建份额移动工具变量(Bartik)检
验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偏误与

遗漏变量干扰问题,该工具变量由两部分

构成:一是企业所在制造业细分行业在滞

后一期(剔除本企业后)的算力部署均值,
用以捕捉行业层面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初

始算力基础结构;二是全样本企业算力部

署的年度增长率,用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算

力技术扩散趋势。 将二者相乘,即得到对

企业算力部署的外生预测值。 一方面,该
变量蕴含样本企业的算力部署特征,满足

相关性;另一方面,滞后一期的行业结构

变量由过去的企业决策和行业特性决定,
不受企业当期出口决策或技术复杂度的

反向影响,且全样本增长率是宏观经济技

术演进的系统性趋势,非单个企业所能控

制,满足外生性。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出,可识别检验中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

设,即工具变量满足可识别性;弱工具变量

检验中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统计量大

于 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工具变量

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

果显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第二阶段

的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算
力部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具有明显的正

向影响,佐证了基准模型的结论。
2. 倾向得分匹配(PSM)法
为了解决本文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根据企业是否进行算力部署分为两组,并
选取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逻辑(logit)
回归得出倾向得分值,同时借助这些协变

量进行 1 ∶ 4 近邻匹配,删除没有匹配上的

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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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说明了算力部署可以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 4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PSM 法

Bartik 0. 985
 

4∗∗∗

(431. 603
 

8)

IDC 0. 169
 

7∗∗∗ 0. 343
 

0∗∗∗

(4. 415
 

5) (3. 619
 

6)

常数项 -0. 000
 

4 5. 205
 

8∗∗∗ 4. 755
 

4∗∗∗

( -0. 848
 

2) (61. 181
 

2) (7. 313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
 

798 11
 

798 652

R2 0. 999
 

5　 　 0. 644
 

9　 　 0. 719
 

7　 　

Kleibergen-Paap
 

rk
 

LM 23. 59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34
 

000

　 　 (三)稳健性检验①

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子样本

回归、滞后处理效应检验以及动态效应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机制检验

在前述研究中,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均表明算力部署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进一步解析两

者之间的作用路径。 参考江艇[29]提出的两步法,本文设定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Mit = φ0 + φ1IDC it + X′it  β + γ i + λ t + ε it (2)

其中,Mit 为机制变量,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1)。
1. 基础支撑力机制检验

本文从优化劳动要素、吸引耐心资本两个角度,检验算力部署赋能基础支撑力的作用路径,首先,分别

以企业技术型员工比例(TS)和大学及以上员工比例(MD)衡量劳动要素优化,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前两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算力部署有助于提升劳动要素质量。 其次,计算长

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其过去三年持股比例标准差的比值,构建得到耐心资本指标( INVEST),回归结果

如表 5 所示。 由第三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算力部署通过吸引耐心资本进

而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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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础支撑力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技术型员工比例 大学及以上员工比例 耐心资本

IDC 0. 110
 

6∗∗∗ 0. 016
 

0∗ 0. 198
 

1∗

(3. 769
 

5) (1. 710
 

6) (1. 760
 

8)

常数项 0. 627
 

3∗∗∗ -0. 104
 

4 -2. 334
 

7∗∗∗

(13. 703
 

4) ( -1. 135
 

5) ( -7. 848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5
 

201 14
 

836 13
 

792

R2 0. 071
 

6　 　 0. 854
 

5　 　 0. 226
 

3　 　

2. 计算驱动力机制检验

本文从拓宽创新广度与突破核心技术两角度,检验算力部署赋能计算驱动力机制的作用路径,首先,使
用涉及新知识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与发明专利总申请量的比值衡量创新广度( IB),回归结果如表 6 所

示。 由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算力部署有助于拓宽创新广度。 其次,
以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CTI)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核心技术创新,由第二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算力部署能通过突破核心技术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由此算

力部署的计算驱动力机制得以检验。
3. 发展牵引力机制检验

本文从减少信息扭曲与精准对接需求角度,检验发展牵引力机制。 以存货周转天数(DSI)的自然对数衡量

精准对接需求程度,该指标取值越小,产品的供需匹配程度越高;以各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的比值

(Bullwhip)测度信息扭曲程度。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最后两列回归结果可知,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负,说明算力部署能够通过精准对接需求与减少信息扭曲,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由此,算力部署的发

展牵引力机制得以检验。

表 6　 计算驱动力机制和发展牵引力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广度 核心技术创新 精准对接需求程度 信息扭曲程度

IDC 0. 059
 

9∗∗ 0. 820
 

0∗∗∗ -0. 144
 

7∗ -0. 132
 

3∗

(2. 060
 

3) (4. 377
 

3) ( -1. 916
 

9) ( -1. 725
 

7)

常数项 2. 812
 

5∗∗∗ -1. 654
 

5∗∗∗ 5. 171
 

1∗∗∗ 5. 139
 

1∗∗∗

(13. 267
 

7) ( -6. 978
 

8) (39. 215
 

4) (37. 921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8
 

256 17
 

925 16
 

966 18
 

561

R2 0. 501
 

7　 　 0. 200
 

0　 　 0. 304
 

5　 　 0. 3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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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异质性分析

算力作为典型的赋能型生产要素,其作用的有效发挥高度依赖主体吸收能力、场景适配条件与外部资

源支撑,这决定了其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必然存在情境异质性。 本文从企业属性、行业类型

与地区特征三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更精准地识别算力部署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场景依赖性。
1. 企业属性

本文按照企业属性将样本企业分为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三类,对算力部署影响企业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可以看出,在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样本中,算力部署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国有企业样本中,该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中外合资企业依托外方股东的全球算

力网络与技术协同体系,能低成本获取算力资源并与先进研发流程、海外市场技术合规要求直接对接,同时中

方股东的本土资源可降低算力落地的制度性成本,强化算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赋能效果。 私营企业凭借决

策链条短、市场化导向强的优势,能快速响应出口市场的技术需求变化,对市场竞争的敏感性更强,更易通过算

力投入构建出口技术优势。 而国有企业的出口业务常与国家战略导向深度绑定,技术升级更依赖自上而下的

战略规划,未能充分对接出口产品的核心技术研发需求,导致算力部署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显。

表 7　 企业属性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中外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

IDC 0. 352
 

3∗∗∗ 0. 255
 

6∗∗ -0. 128
 

0

(2. 616
 

8) (2. 508
 

1) ( -0. 223
 

4)

常数项 5. 025
 

1∗∗∗ 5. 934
 

6∗∗∗ 6. 672
 

2∗∗∗

(12. 933
 

8) (34. 124
 

0) (16. 920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456 12
 

446 3
 

477

R2 0. 618
 

1　 　 0. 540
 

9　 　 0. 547
 

8　 　

2. 行业类型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管制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两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30] ,结果如表 8 所示。 由前两列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竞争性行业中算力部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管制性行业该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究其原因,竞争性行业低准入壁垒、高市场竞争强度的特征为算力赋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了天然适配场

景。 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持续投入技术创新以规避同质化竞争,算力作为提升研发效率、优化产品技

术含量的核心工具,可直接作用于出口技术升级的关键环节;同时,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资源配置逻辑更灵

活,企业可根据出口需求动态调整算力投入方向,放大了算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赋能效应。 而管制性行

业强政策约束、高准入门槛的制度属性从根本上限制了算力的赋能空间。 算力应用场景被大幅限定,且技

术创新多以满足政策标准为首要目标,企业对算力的投入更倾向于合规性保障而非突破性技术研发,导致

算力与出口技术升级的核心需求脱节。
3. 地区特征

本文按照地级市是否存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由后两列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当企业所在地级市存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时,算力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反
之则不明显。 可能的解释为,政府公共数据涵盖跨境贸易统计、产业技术标准和产业链协同信息等核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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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这些数据权威性高且覆盖面广。 当公共数据开放时,企业可低成本、高效获取此类数据,使算力摆脱了

无数据可算或算无效数据的困境。 企业通过算力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精准识别海外市场的高技术

产品缺口与技术偏好,推动核心技术的集成创新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而政府不设立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会导致算力面临高质量数据供给短缺的核心约束,难以实现向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价值转化。

表 8　 行业类型和地区特征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行业类型 地区特征

管制性行业 竞争性行业
存在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

不存在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

IDC -0. 035
 

0 0. 348
 

5∗∗∗ 0. 321
 

5∗∗∗ 0. 116
 

6

( -0. 119
 

0) (3. 947
 

4) (3. 443
 

2) (0. 778
 

7)

常数项 4. 521
 

2∗∗∗ 5. 636
 

9∗∗∗ 5. 716
 

3∗∗∗ 1. 590
 

9∗∗∗

(11. 329
 

3) (36. 641
 

8) (34. 993
 

6) (3. 212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178 16
 

421 14
 

674 1
 

580

R2 0. 726
 

3　 　 0. 595
 

7　 　 0. 602
 

4　 　 0. 949
 

8　 　

　 　 五、结论与建议

算力作为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核心支撑,是全球贸易竞争中企业突破技术壁垒、抢占价值链高端的

关键引擎。 本文基于 201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制造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企

业算力部署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果关系。 第一,算力部署能够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结论经过

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二,算力部署通过优化劳动要素与吸引耐心资本、拓宽创

新广度与突破核心技术、减少信息扭曲与精准对接需求三条路径,跨越技术形成、应用和转化的瓶颈,驱动

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第三,算力部署对制造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在中外合资和私营

企业、竞争性行业及公共数据开放地区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将算力部署纳入企业出口战略核心,完善算力产业链生态。 企业需将产业链协同思维融入算力

生态体系,以整体效能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首先,建立算力与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联动机制。 通过算

力优化劳动要素配置,提升生产智能化水平,推动劳动要素向技能型和知识型转型;以算力应用展示技术创

新的长期收益,吸引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耐心资本参与技术研发,缓解短期盈利压力,加速资本向技术密

集型领域倾斜。 其次,将算力深度融入技术研发全流程。 利用算力支撑的大数据分析与跨领域仿真技术,
挖掘不同知识领域的技术关联,拓宽创新广度;在核心技术攻坚上,借助算力进行数据清洗、特征提取与关

联分析,训练研发预测模型,预测最优研发路径,加速核心技术突破。 最后,借助算力搭建全球化市场信息

分析与需求响应体系,精准把握海外市场的技术标准、消费偏好与贸易壁垒,构建柔性化生产与定制化服务

能力,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由此形成算力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完整机制。
第二,差异化布局算力资源,结合自身禀赋实现效能最大化。 一方面,企业制定算力策略需依托自身禀赋选

择适配路径。 从企业所有制看,中外合资企业可借助外资方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搭建国际化研发算力平台,强化算

力对出口技术升级的支撑;私营企业则应聚焦细分领域,采用高性价比的云算力服务,在特定技术环节实现单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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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从区域禀赋看,位于公共数据开放度高地区的企业,需主动整合外部数据红利与内部算力资源,充分释放算力

减少信息扭曲、精准对接需求的功能,实现算力投资回报最大化。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需聚焦中外合资企业、私营

企业和竞争性行业,通过融资便利与税收优惠等政策,助力其获取高性能算力;同时,推进公共数据有序开放与共

享,打破“数据孤岛”,为企业算力应用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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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
 

China’ s
 

manufacturing
 

sector
 

faces
 

the
 

pressing
 

contradiction
 

of
 

being
 

large
 

but
 

not
 

strong:
 

scale
 

advantages
 

do
 

not
 

align
 

wit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lst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lag
 

behind
 

the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xternal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entity
 

list
 

restrictions,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frictions,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reliant
 

on
 

factor
 

inputs
 

and
 

scale
 

expansion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Enhancing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 ETS)
 

and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become
 

imperativ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mputing
 

power
 

ecosystem,
 

computing
 

power
 

has
 

transformed
 

from
 

its
 

past
 

role
 

as
 

basic
 

infrastructure
 

into
 

a
 

crucial
 

engine
 

driving
 

China ’ s
 

medium-
 

to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Continuously
 

empowered
 

by
 

computing
 

power,
 

enterprises
 

are
 

gradually
 

building
 

a
 

virtuous
 

cycle
 

ecosystem
 

that
 

spans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
 

upgrades,
 

and
 

export
 

breakthroughs.
 

This
 

not
 

only
 

helps
 

cope
 

with
 

external
 

technological
 

pressures
 

but
 

also
 

provides
 

key
 

support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to
 

climb
 

to
 

the
 

higher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 s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7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enterprise
 

computing
 

power
 

deployment
 

and
 

ETS.
 

The
 

findings
 

proves
 

that
 

computing
 

power
 

deployment
 

enhances
 

the
 

ET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providing
 

foundational
 

support,
 

strengthening
 

computational
 

power,
 

and
 

creating
 

developmental
 

momentum.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operates
 

through
 

three
 

paths:
 

optimizing
 

labor
 

factors
 

and
 

attracting
 

patient
 

capital;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innovation
 

and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reducing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precisely
 

matching
 

demand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joint
 

ventur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regions
 

with
 

open
 

public
 

data.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paper
 

shifts
 

focus
 

from
 

the
 

macro-level
 

digital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terprise-level
 

computing
 

power
 

deployment
 

and
 

reveals
 

its
 

micro-level
 

mechanism
 

in
 

export
 

upgrading,
 

thereby
 

filling
 

the
 

gap
 

regarding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al
 

dimension.
 

Second,
 

this
 

paper
 

moves
 

beyond
 

the
 

singular
 

logic
 

that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solely
 

enhances
 

efficiency.
 

By
 

integ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uting
 

power
 

industry
 

chain,
 

it
 

constructs
 

mechanisms
 

of
 

foundational
 

support,
 

computational
 

power
 

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al
 

momentum,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complete
 

transmission
 

path
 

through
 

which
 

computing
 

power
 

deployment
 

enhances
 

ETS.
Keywords:

 

computing
 

power
 

deployment;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patient
 

capital;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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